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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 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 中

国历史悠久、 族群众多, 且关系复杂交织, 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 但终以“多

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 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之再强化, 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 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

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 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 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多民族统一国家; 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强调民族群体共通性的一种思想理念。 民族群体之所以能汇聚, 就在

于群体中内存的共同性(或共通性), 但它却以“差异性”为前提。① 就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 它尤其

关注确定下来的 ５６ 个民族彼此共处的思想意识及其形塑的整体观念, 突出的特点就是整合性诉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的表述, 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② 这意味着

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中国族群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奋进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强调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全面推

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③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识”的升华和强化呢? 它的意涵何在? 这是本文试图要

解释的问题。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如上所言, “意识”是人的理念, 属于精神思维活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个族群群

体的思维活动, 它立足于“人们共同体”这一维度, 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前提。 然而我们称之的“民
族”这类群体, 在现今的世界中都与“国家”政治体连在一起, 倘若缺少“国家”这种介质, 民族群体

便无从着落。 事实上, 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就是在“国家”“政权”组织框架下实现的。 如同马克思、
恩格斯所说: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 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 地方局限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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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 这表明, 人类群体的过渡伴

随着部落向国家组织的演进, 进而脱离了野蛮时代。 国家的出场乃是阶级对立的促成, 阶级对立则

是社会分层之结果, 分层又建基于社会分工, 这些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

盾和协调的反映。 说到底, 国家的实质就是调整人群关系, 人群的聚集及其互动构成了社会, “国
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② 到了近代社会,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密切到了谁也离不开谁

的地步, “注定是连在一起的; 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③ 人群(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既已

明了, 这里要解释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出现, 究竟有什么现实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这样表述的: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④这就是说“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项

重要内容,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她的政策与国家合为一体, 最终落实在国家的行动之中。 换言

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与中国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对应, 这才是民族群体意识强

化的基本动因。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 自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苏对峙的二极格局解体之后, 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带

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 它表明经济建设带动社会财

富和物质的增加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 在此形势下, 中国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她的能

量获得空前的释放, 以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快速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 尤其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量使

得其后续发展的劲头大增。 这一切均证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关系密切, 从中国自身角度考量则叫作

获益于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虽然表现在方方面面, 但不同时期都有其特定和具体指向; 反

过来说, 当中国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连为一体之时, 世界各国如何因应并与中国打交道, 也有他们各

自的考虑和需求。 正是出自多维角度的交往互动,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日趋密切, ４０ 年来中国的

发展与迅速崛起, 证明交往的重要与不可或缺。
然而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趋势也对民族国家的格局造成冲击。 不论以农业和制造业为标志的实体

经济还是以金融、 信息为代表的数据经济, 其发展均以质量和规模为主导且不以特定地区为限制,
全球化走向与现存国家框限之张力遽尔凸显, 不同文化塑造的人群差异亦从隐性转为显性, 龃龉和

矛盾随之上升, 表现在国家层面则是对包括主权在内的利益造成冲击, 民族国家的诉求被弱化。 事

实上, 中国应是这一波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但她同样面临上述问题, 在这种趋势中, 民族共同体与

国家关系的协调, 就成为中国面对并亟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上面事实表明, 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密切结合是中国作为国家主体得以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 然而作为全球的一员, 中国的发展也

离不开世界,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⑤ 这意味着中国既要完成自身民族

国家的建构, 也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和壮大, 进而为世界文明做贡献。 如何协调二者的复杂关

系, 就成为当下中国的重大要务。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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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承接

如上所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思想和观念, 它的强化基于现实之需, 但作为理念自

身, 它亦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内在理路。 其继承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是费孝通先生于 １９８９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中首次提出,

他从历史视角出发, 着眼中华民族的各层次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揭示出这个兴衰分合、 彼此共处、
个性而多元的统一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衍化进程, 呈现出汉民族凝聚之核心、 各民族经济类型

之多样、 各种语言之并存、 融合条件之复杂、 民族多元结构与一体进程之递进等诸多特点。① 该文

发表后, 费先生以此为基调并与其他学者的论文合成一部著作, 又通过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等方式,
遂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代表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阐述的主体看

法。② 论文最核心的思想, 按照费先生的解释, 就在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观察,③ 它强调的是中华

民族包含中国境内的 ５６ 个民族实体, 且各有不同的认同, 然而他们也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

结合的过程, “汉族和 ５５ 个少数民族同属一个层次, 他们互相结合而成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 ５６
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 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④ 具体民族的实体与中华民族的整体,
是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贡献。 那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创新呢?

就费先生自身而言, 这是他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接触民族问题并开展社会实践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再度聚焦这一问题前后认识的理论升华,⑤ 然而费先生的一生恰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道路相伴

随, 所以费先生的个人思考也是那个时代国人普遍性思考的反映。⑥ 这个思考的出发点就是 ２０ 世纪

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如何转向以及转向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它成为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主旨动向,⑦

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新阶段的必然诉求。 １６４８ 年, 欧洲各国经过 ３０ 年战争的磨难, 签署了«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 形成了国家建设的新模式。⑧ 它以调动大规模军队, 聚合农村人口、 资本势力和商业

化经济为一体的优势, 在日趋频繁的商业、 军事和外交的争衡交织中, 将国家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进而取代了城邦国家、 帝国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体。⑨ 与此前任何政治体不同的是, 这种模式将特定

的民族群体与特定的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使国家这种政治体发挥出最大的效能以获得最大的效

益。 这种模式历经随后的不断衍化而形塑了基本特性: 民众以公民的身份成为国家主人, 其权利与

义务受宪法承认并赋予行使的职责; 国家以保护公民为要务, 建立的政权依托特定的地域而存在;
国家之间通过契约的订立和遵守, 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并由国际公法和组织认可。 这就将民族(公
民)、 国家、 地域这三者密切地联为一体,⑩IR 其能量高度浓缩, 一旦加以释放, 效率之大可想

而知。⑩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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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励轩: «超越民族国家: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思想战线»,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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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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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胡宗泽、 赵力涛译, 王铭铭校: «民族—国家与暴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

版, 第 １４０ －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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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解体之后, 中国采取什么方式建立政权, 族群问题如何解决? 成为 ２０ 世纪初期国人的重

大任务, 孙中山等人以共和制方式立国, 就是民族国家这种模式于中国的再现。 但建立民族国家就

意味着要化解王朝遗留的各种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各民族如何与共和制政权的建设相适应。 从

革命党、 保皇派的争论到“五族共和”, 从“宗族论”再到抗战蜂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族群、 国

家及其交互关系的激烈辩论, 伴随着社会转变的现实, 构成了 ２０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主旋律。①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数十年间, 中国关注少数民族的确认和界定, 通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框架内, 以宪法颁布的民族平等、 区域自治等制度性的建设, 使他们在政治、 经济、 社

会等多层面达到与汉族共同发展和提高的目标。 由此可见, ２０ 世纪中国的历程, 就是将众多的民族

在什么层次和程度上、 以何种方式和手段整合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 因情况复杂多变, 每个时代的

倾向和特点各有不同, 国家在整合过程中颁布的方针和政策也多有倾重, 但无论怎么做, 其基本走

势即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密切对应的方向始终如一,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就

是基于这种历史变迁做出的概括。 时至今日, 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国家的对应又迈向了新的阶段,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及其蕴含的“共同性”成为时代的新诉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时

而生, 所以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和直接衍化。

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关联的历史基础

从上面简短的论述中我们看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属民族群体的思维和意识即“民族共

同体”的范畴,② 但民族群体与国家政治体不可分离即一体两面的构成使得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
就必须将其纳入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 正如前文所说, 这种模式的核心主旨就是对民族与国家进行

有效协调, 这已成为世界各个政治体发展的基本规范。 就中国而言, ５６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
与共和国的协调和因应, 是中国建设的要务, 其中 ５５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又成为

融洽构建的关键。 中国众多民族与国家契合之复杂超出民族国家通常的规范,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塑

造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模式。③ 无论如何, 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分, 势必与这

个整体发生关联, 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与国家政治体合二而一的结构所致。 那么, 中

华民族与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联呢?
我们先以美国为例加以对比。 美国延续和承传的基本精神是 １７７６ 年独立以后颁布的宪法及其

施行的法律规章, 浸透的则是基督教新教的信仰, 这构成了美国的建国之路和发展之本。 人为性的

主动创造, 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特质,④ “历史”与它似乎没有天然的联系, 其合法性建构亦不依赖于

此。 但中国的情况恰恰与此有别。 “悠久的历史”既是中国发展的资源, 也是其合法地位确立与稳固

①

②

③

④

参见马戎、 周星主编: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０２ － １１９ 页; 高翠莲: «清末民国

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８ － ５５ 页。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萌生于清末民初那个转折时代。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讨论, 应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概括为成型, 大致表现在 ５０ 多个民族实体(其中较大者属内又有若干支系)和中华民族整体等层次的构成方面。
参见费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 第 １７ 页。 另参见许纪霖: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文史哲»,
２０１３ 年第３ 期; 郑大华: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４ 期; 黄兴涛: «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

族”观念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１ － ８ 页。
这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 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白寿彝«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１１ － １８ 页)一文。 将其贯通全书加以叙述的比较典型的著作, 可参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一书, 尤其第 １４７ － １４８ 页。
譬如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看来, 构成美国特性的主要是盎格鲁 － 新教文化和“美

国信念”这两个要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 第 ３、 ３３ －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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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 我们知道, 历史上最早走向国家建设道路的是西亚北非地区的苏美尔、 古埃及这些王朝。①

随后, 欧亚大陆相继出现了众多的王国和政权, 前后数千年。 这些王朝都在特定地区特定时代呈现

着兴衰无常的轮替, 有的延续千年之久如罗马帝国, 但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或瞬息万变。 与这些王

朝相比, 中国政权出现得虽不算最早, 每个存续的时间也有限度, 但凝聚王朝的制度建设、 管理模

式, 尤其是内存的思想意识这些要素, 并没有因统治集团的更新换代而被废弃, 也就是说它的脉络

“前后沿承”, 这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 之所以如此, 固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但不同人

群以王朝政治体的轮替为承载, 通过交往、 互动、 融合、 壮大而凝聚, 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换言

之, 从夏朝以来, 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群的对应就成为基本导向, 夏及其后的商、 周国家形态是以

天子为首的朝廷固据在都城, 采用诸侯统辖的“封建制”予以协调, 这种建构是在继承此前部落联盟

和酋邦体系基础上的升华和超越。 秦汉一统化的王朝则是在封建制之上塑造而成的幅员辽阔、 族群

众多、 规模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模式。 为了有效治理, 君权决策、 相权辅佐、 中央地方官制配

套的行政管辖, 成为笼络和凝聚的重要手段, 以协调中央、 地方和社会三者之关系。② 这种王朝的

建构就是通过将汉系族群与非汉系(又称“胡系”)人群强有力地整合而达成, 发挥整合作用的是由

皇帝及其官员构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行政效率及其掌控能力是促进中国王朝抟合的重要因素, 并

以此著称于古代世界。③

如果说秦汉王朝协调多族群集于一个政权运作的话, 那么随后呈分裂状态的魏晋南北朝, 则是

一统化王朝解体、 众多族群尤其周边四夷的非汉系族群发展壮大并走向政权建设的新时代。 从汉末

各种势力交相碰撞崛起的魏、 蜀、 吴三国, 到西晋的暂短统一, 表明汉式政权的再度聚合; 然而这

种局面又被北方刘渊、 石勒建立的汉、 赵政权所打破, 随之出现了 ２０ 多个分布各地且前后相继的

区域性政权, 是为“十六国”; 从草原南下的北魏又将黄河流域统合起来, 与南朝并峙形成了两个更

大的区域性王朝。 它的重要意义就展现在中原一统化王朝作为经验而被周边所吸纳, 为周边四夷地

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当然这些并非都是彼此相处时的温文尔雅, 而是伴随着激烈的

斗争甚至流血战争, 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体现。 这一时期众多族群相继崛起建立政权, 立稳

脚跟后壮大, 为达到这一目标, 中原场域就成为他们争胜的关键, 以中原向四方的布局遂成为各路

诸侯奋进的指向。 最终由杨坚的隋朝将这些散碎的政权重新统合为一, 跨越长城南北、 兼有农耕草

原的复合型超越式兴盛格局的唐朝, 就是依此而底定: 正是基础雄厚、 融合四方, 才有唐朝盛世的

展现。
上述情况表明, 王朝的兴衰变迁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决定其变化的则是具有支配权的人群互

动。 东汉的解体, 除了为中原本土的汉系势力提供重新洗牌的机会之外, 也为周边那些具有政治抱

负的非汉系(胡系)势力走向政权化的建设开辟了新道路。 以匈奴、 鲜卑、 羯、 氐、 羌所谓“五胡”
为标识的诸多势力, 正是借助这个机缘迅速崛兴并以构建政权而驰骋中原内外。 欧亚大陆东缘黄河

长江这片广阔的农耕地带即广义的“中原”, 之所以成为各个势力角逐的中心场域, 盖系这里才能为

他们确立合法性地位提供道义之缘由。 这些胡汉势力相互碰撞、 交往, 终由隋唐王朝之形塑而抟合

为一, 也是匈奴、 鲜卑这些一度雄强的势力不再见诸历史的基本缘由。 这表明, 胡汉各系势力建构

自己或与他族联合的政权, 以相互争衡、 彼此兼纳追寻合法性地位的目标, 就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

①

②
③

参见[英]塞缪尔·Ｅ. 芬纳著, 王震、 马百亮译: «统治史(卷一): 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 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０３ － ２１７ 页。
参见曹正汉: «中央、 地方与社会: 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参见[英]塞缪尔·Ｅ. 芬纳著, 王震、 马百亮译: «统治史(卷一): 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 第

４７４ － ５５４ 页;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译: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版, 第 １０９ － 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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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王朝局面的再现, 这成为那个时代族群互动与王朝因应二者关系的终极性诉求。①

辽、 宋、 西夏、 金的并峙, 是唐朝解体后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再度整合的结果。 它从更为广阔的

视角证明周边胡系力量的扩展达到新高度时代的到来。 若与魏晋南北朝对照, 五胡十六国至多是影

响力尚有未逮的区域性割据, 辽、 金的北系政权则挺向了中原, 展现出拓展全国的意向。 亚洲东部

中原汉系周边各族势力政治视野与抱负之兴并以王朝建构而呈现, 成为这一时代的突出特点。② 这

股潮流最终引发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势力兴起于草原。 他们相继攻灭西夏、 金朝等势力, 挥师欧

亚, 以疾驰迅猛的势头将旧大陆的重要地区囊括麾下, 构建了跨区域的数个王朝, 横亘亚洲东部的

就是这个元朝, 它既是蒙古世界性帝国之本, 又是中原王朝之承继。③ 它存续虽不足百年, 但却为

中华各族汇聚大型王朝之内纵横捭阖的链接提供了施展的机缘, 也为明清两朝的再度崛兴奠定了

基础。
清朝是继明朝之后建构的融合众多族群的超大型王朝。 明朝推翻蒙元统治, 原本打算乘胜进军

统辖草原, 但终受到限制而遗憾返回。 蒙古草原、 西域腹地、 青藏乃至云贵高原与东南的台湾等

地, 在康雍乾诸般文攻武卫的努力下再度将其拢置于王朝的框架之内, 源自东北的满族(洲)贵族集

团开创的大业历经百数十年的拼搏, 至 １９ 世纪前期, 终将中华各系族群与中原内外广袤地区整合

为一, 臻至于古典王朝的峰巅, 并以盘踞欧亚之东缘著称于世。④

在这 ４０００ 多年中国前后的发展演变之中, 族群与王朝相互协调、 分合相间乃至荣辱共进, 二

者之关联不仅贯穿其间, 亦成为衍化的主旨线索。 迨至 １９ 世纪中叶, 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 中国

经由清朝灭亡、 民国模式的转换, 遂从王朝国家进入民族国家, 王朝辖属的多民族多族群在共和政

体之内如何按照新型国家的方式塑造, 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上文述及的中华民族与

国家之关系的密切对应在新时代下如何升华到新层次, 就成为 ２１ 世纪的新诉求。 历史的悠久既赋

予民族关系之繁复与多变, 又为这种关系之升华释发出合法性的依凭和理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之强化若舍此而求诸其他, 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关联的现实意涵

上述史实表明, 古典中国的王朝国家与胡汉诸多民族群体的相互关系及其拓展, 为现代民族国

家与中华民族相互适应的新构建, 提供了丰富无比且可利用的资源和财富。 “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与

国家同步发展衍化的源头, 又为二者步入新时代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历史的悠久既赋予民族关系之

繁复与多变, 又为这种关系之升华展现出更多的可能选择; “历史”本身不独为中国所享有, 但前后

贯通的“一致性”却为中国所著称。 虽然古今政体存在性质差别, 但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那种共存、
促进和相融, 尤其表现出与政治体聚合的正向能量, 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功能。 中国现代民族与国家

对应的道路就建立在这悠久的历史之上。 正如前文所言, 民族与国家的密切结合产生于欧洲特定的

场所但却传遍了世界, 其动因就在于国家的能量发挥“极致”, 并取代了以往的任何政治体。 １９ 世

①

②
③

④

秦汉隋唐前后的衍化, 不仅塑造了中华自身的王朝范式且臻至成熟, 而且对欧亚大陆东部地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方

面的讨论成果亦多, 但前后贯通且聚焦东亚整体性的思考, 私见当以美国学者何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ｌｃｏｍｂｅ)所撰«东亚的诞生: 从秦汉到

隋唐»(魏美强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一书较为突出。
参见[日]堀敏一著, 韩昇编, 韩昇、 刘建英译: «隋唐帝国与东亚»,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 － １１ 页。
有关蒙古帝国及其元朝的角色与地位,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多有讨论, 其书汉译者亦多见。 中国学界就此展开具有反思意义

的讨论应以数年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为代表, 其成果汇聚在张志强主编的«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６ 年版)一书中。

有关中国王朝的发展及其特质, 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 其中“统一与分裂”成为惯常的叙述并成为主流话语(葛
剑雄: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 近年值得留意的新思考应以赵汀阳«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

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一书较为突出, 作者从国家结构与天下结构二者结合的角度, 提出“旋涡”的演进模式, 详见该

书第 １９ －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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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４０ 年代中国在这种模式的冲击下便走上了传统延承与新式转轨的博弈之中, 历经海外新说的阐

扬、 洋务运动的践行、 戊戌维新的开展乃至清末新政的尝试, 以及随之而来的民国构建、 抗战救

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等前后百数十年的变迁嬗替, 中华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 民族共

同体与国家之对应这两种层面的契合,① 在共和制政治体的道路上不断地增进和强化, 其趋势之明

显, 不言而喻。 但正如印度被视作一个文明体那样,② 中国自身族群众多、 文化多样和容量之大,
亦非以一个具体特定的“民族国家”所能承载,③ 所以中国从王朝向共和制转轨之中充满着各种矛

盾、 博弈, 在协调和共进实践的基础上, 费孝通先生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既揭示

出中国民族实体的多样和长期衍化的事实, 又将这些纷呈歧变中的共通性予以展露并以“多元”内存

的“一体”视作历史发展的方向。 应当说, 这是走向“自觉”进程的 ２０ 世纪中国民族基本动向的真实

写照, 这个“自觉”又经数千年“自在”的累积而升成。④

我们今天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应当说就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各民族“共通性”
的追求, 这种“共通性”表明的是民族之间复杂关系可彼此相通的那个或那些层面, 进而达到“共
同”之目标。⑤ 这也正是我们将“共同体意识”视作“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承接的根由。 如前文所言,
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思想和思维活动, 强化“共通性”也就是强化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群体性“认
同”。 所谓“认同”, 是区别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自我判断。 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能量, 盖取决于

群体认同与国家直接对应, 它之所以能超越历史的惯性继续存在, 亦在于“领土范围内的民族和人

民坚持了保护性的共同体主义”。⑥ 亨廷顿出版«我们是谁?»的本意, 就是鉴于他那个时代(包括当

下)美国遭受的内外冲击, 他力图以美国建国的基本轨则及其精神作为拯救的手段以凝聚人心, 所

谓“美国信念”及其特性, 无非是擢升美国人的精神理念,⑦ 这同样是强化“认同”的力量。 “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筑牢正是这个群体“认同”的加强, 它的目标就在于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如同学者

所言, 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既包含制度性建设, 又包含社会心理的适应。⑧ 作为群体的构成, 人们的

精神和心理要素决定着人们的外在行为, 更影响他们与国家政治体的关联, 所以心理是内在的、 核

心的因素。 这才是我们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结　 语

本文简要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增进 ５６ 个民族关系的必要性, 它的重要意义就表现

为中华民族如何在新的层面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有效的适应。 揆诸过往, 民族作为共同体本属

人群之聚合, 国家则是权力的构造, 例属物化之“机器”,⑨ 本不相关的二者却伴随着人类的命运结

成了“一体两面”的关联。 倘若离开了国家, 人群的组合就不能迈向高度的文明进程; 脱离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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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性转轨这一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演进的著作, 可参见[美]孔飞力著, 陈兼、 陈之宏译: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１０３ － １２２ 页; 汪晖: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重印本前言)», «现代中国思想的

兴起 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７１ － １０２ 页。
参见陈光兴: «序: 作为方法的印度», 张颂仁等主编: «杜赞奇读本», 南方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５ 页。
较早将中国视为一个超国家文明体的, 可参见 １９４９ 年梁漱溟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４０ － １６６ 页); 当下持此论的亦不乏人, 较著者有赵汀阳的«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秉持这种思路者, 均将现代中

国与古代王朝作前后连续性思考, 并强调现代中国的“历史特性”。
参见马戎: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参见马戎: «习近平同志近期讲话指引我国民族工作的方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美]曼纽尔·卡斯特著, 曹荣湘译: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３５６ 页。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参见周平: «多民族国家国家整合的逻辑»,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宁骚: «民族与国家: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 第 ２５１ － ２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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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就是人群与国家互动与发展的衍化史。① 就中国的案例

讲, 与古典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政体的“分散化”相对应的, 不论是春秋战国争衡衍生的秦汉, 还是

魏晋南北朝催成的隋唐, 乃至辽宋西夏金之后的元和后来清的塑造, 古典王朝走向的“一体化”之分

明, 足以促成学界视中国结构性整体为其追求之特质;② 这种特性又在近代民族 － 国家的催生下,
中国以往的民族与国家的“自在”性联动变成了“自觉”性的打造, 终以中华民族与共和制国家的新

契合而成型。 当今形势下我们所强调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及其升华, 就是将民族关系中内存的共同

性那个层面进一步开扩, 进而达到凝聚的新高度, 这种凝聚的民族共同体又与国家的发展获得与新

形势相匹配的契合。 这既是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衔接的逻辑诉求, 又是全球互动局势影响之所致,
这二者看似两个不同的场域, 却都构成了促使民族国家这种政治体数百年来盛行于世且继续前行的

动因。 所以如何加强民族与国家的密切结合, 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冀望一体化的发展, 就成为我们强

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根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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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古今中外, 人群的活动均依托社会组织而行, 迈进“文明”之后, 展现的就是各个族群通过王朝国家这类高级

社会组织而活动, 它也成为文明进程的核心要旨。
专注于中西国家道路不同取向的新近研究成果, 可参见[美]许田波著, 徐进译: «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

欧洲之比较»,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赵鼎新: «国家、 战争与历史发展: 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版, 第 ８４ － ９１ 页。


